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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子及脱钩效应贡献分析 

——以安徽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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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安徽省统计数据，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量进行测度，然后运用扩展的 Kaya 等式和 LMDI 法对建设

用地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进一步对脱钩效应及其贡献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 2000 年以来，安徽省建设

用地规模以年均 4.8%的速度不断扩张，同时，建设用地碳排放以年均 12.87%的速度激增，到 2019 年达到 747.23 万

吨。建设用地碳排放增加的驱动因素按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能源强度、建设用地规模、经济增长和城市人口密度，

促进建设用地碳排放减少的因素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建设用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对脱钩经济增长

努力有效的五大因素按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建设用地规模、能源强度和城市人口密度。调整

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调控建设用地规模等可成为未来安徽省抑制建设用地碳排放应优先考虑并重点采取的有

效措施。 

【关键词】：建设用地 碳排放 LMDI 模型 Tapio 脱钩模型 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07(2022)06-035-06 

随着“双碳”目标的确立，国内产业布局、经济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等将迎来重大转型。碳排放与土地利

用方式紧密相关。承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电力运行和建筑活动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二，城市建设用

地碳排放强度是农业土地利用的数百倍[1,2]。如何规划建设用地，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全球学者和科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按照《城

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规定，建设用地主要为建设商业服务设施、道路与交通设施，发展工业、物流和仓储，满足公

民居住、绿化和广场活动需求而提供土地这一基本要素，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营造地理空间，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

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映射[3]。 

聚焦建设用地碳排放，有利于理解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演变的内在联系，明确国土开发的环境影响，并有利于国土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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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配置，为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和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土地利用碳排放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对多个国家不同类别土地碳排放进行时空差异对比。如 Tubiello 等[4]运用遥感数据对全球 200 个国家在 1990—2011 年间耕

地、草地和林地碳排放的时空差异特征进行对比研究；Ali[5]对 27 个欧盟成员国在 2005—2050 年期间生产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

碳排放做了实测和预测，并提出优化生产用地空间布局的政策建议。范建双等[6]、李波等[7]、苑韶峰和唐奕钰[8]分别对湖北农地

利用、南京土地利用和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碳排放进行测度和分析，揭示了区域碳排放异质性。(2)以土地碳排放为基础，对碳

排放与经济增长或生产要素的关系进行关联分析。如 Fattah 等[9]基于土地影像发现孟加拉国库尔纳市无计划的城市扩张，导致

土地覆被(LUCC)发生显著改变，引发碳排放增加和地表温度的上升，对协调经济增长和营造宜人城市居住环境关系带来重大挑

战。Zhang & Liu
[10]

、丁宝根等
[11]
分别考察新疆和全国耕地利用的碳排放，发现化肥施用是耕地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刘琼

和肖海峰[12]研究发现中国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呈现“U”型关系，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农业机械投入力度可以抑制碳

排放；杨欣和谢向向[13]以武汉市土地数据为基础，验证了碳排放强度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存在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3)

对土地碳排放的驱动机理或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如 Carpio等[14]研究发现墨西哥蒙特雷都市的扩张导致大量碳排放，关键变量锁

定为人口数量、机动车存量、城郊植被位移以及住宅和商业部门能源使用数量。Li等[15]、Yang 等[16]的研究均表明区域碳排放与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高艳丽等
[17]

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促进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

降低能源强度，进而抑制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4)在研究方法上，因学科差异呈现聚类特征。如资源环境管理学科、人文地理

学科等的研究通常运用土地影像或遥感数据，辅助 ArcGIS 软件对土地覆被等信息进行提取[18,19]；经济类学科多用回归分析、空

间计量、LMDI 等方法对土地碳排放区域特征或影响因素进行探索[20,21]；管理学科的研究善用仿真系统动力学、灰色关联等对土地

碳排放的未来情景进行预测，并提出优化管理的措施[22,23]。 

通过文献归类分析发现，已有研究依然存在可拓展的空间：从土地类型看，多数聚焦耕地、园地、水域、林地、草地和未利

用地几种土地的对比，或者对农地利用和农业生产方式引发的碳排放进行系统的测算和分析，较少研究聚焦建设用地碳排放。本

质上，建设用地承载着发展新型城镇化、布局现代非农产业、提供人居生态环境、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服务城镇人口生活等多

样功能，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必定会对农地和未利用地等生态功能用地形成挤压，造成不可逆的环境影响。从碳排放的驱动因素

看，很多学者证实经济增长、人口变动、能源效率、能源强度、城镇化过程以及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的过量投入对碳排放有正向

效应；很少研究检验建设用地规模与碳排放之间的联动。从研究区域看，多数研究关注中国整体情况或区域情况，如以长三角、

黄河流域或长江经济带为例，少有研究重点关注中部单一省区。安徽省既是中部崛起战略的省份之一，也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成

员。随着美丽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绿色示范区建设的推进，安徽省逐步成为中部地区生态文明战略建设成效的展示窗口，而专门

研究安徽省碳排放情况的文献较少。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几点做出贡献：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将建设用地面积和城市人口密

度引入 Kaya 恒等式，把传统的四个因素扩展为六个因素，构建扩展的 Kaya 等式。其次，在区域选择上，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

弥补现有研究对长三角地区薄弱单元关注较少的不足。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明确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与经济增

长的脱钩关系以及对这种脱钩努力有贡献的因子，以期为将安徽省打造成全国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低碳转型示范区提供决策支

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建设用地碳排放测算 

建设用地承载着居民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社会经济活动，因此建设用地碳排放主要是各类社会生产活动所消

耗能源引发的碳排放，即通过能源消耗量间接估算碳排放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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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是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单位为万吨；Em和 ϕm分别表示第 m种能源的消耗数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和相应的碳排放

系数。本文计算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涉及的 7种能源为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柴油、汽油和天然气，各种能源的碳排放

系数参照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6版的标准进行核算。 

1.2LMDI 模型 

LMDI 方法采用对数平均函数对聚合体进行分解[24]， 

具有以下优点：一是该方法可以应用于任何聚合水平的数据，不需要投入产出系数；二是该方法不依赖路径，不会留存无法

解释的残差；三是该方法具备高聚合一致性，使得一个部门的输出等于其所有子部门输出的总和。本文在原有 Kaya 恒等式基础

上[25]，构建能表现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经济增长和建设用地规模与碳排放关系的扩展 Kaya等式，形式

如下： 

 

式中：Eij、Cij分别表示第 i类产业消耗第 j类能源的活动量及其产生的碳排放，Ei、Gi分别表示第 i类产业的能源消耗量和

生产总值，G表示国民生产总值，P表示城市人口，A表示建设用地规模。将建设用地规模引入公式（2）中，探讨建设用地扩张

对碳排放的影响。令  

则公式（2）转换成公式（3): 

 

式中：CQ 是第 i 类产业所消耗第 j类能源的碳排系数，EG表示能源结构，EQ表示能源强度，IG表示产业结构，IE表示经

济增长，PA表示城市人口密度，A表示建设用地规模。 

在 LMDI 方法下，从第 0期到第 t期碳排放变化量的各驱动因素效应可以表达为以下相应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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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C 代表建设用地碳排放变化量，ΔEG、ΔEQ、ΔIG、ΔIE、ΔPA、ΔA 分别代表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城市人口密度和建设用地规模六大因素对建设用地碳排放的贡献。 

1.3Tapio 脱钩模型 

Tapio 脱钩模型被广泛用于诊断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脱钩弹性指数是一定时期内环境污染变量变动率与经济增

长变动率的比值，反映经济增长背后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本文构建建设用地碳排放的脱钩弹性指数如公式(11)所示： 

 

为更清晰地识别建设用地碳排放与每项驱动因素的脱钩程度，基于 Tapio 脱钩模型与 LMDI方法结合思路，将脱钩弹性指数

转换为公式(12)的形式： 

 

式中：IEG、IEQ、IIG、IIG、IPA和 IA分别代表能源结构脱钩指数、能源强度脱钩指数、产业结构脱钩指数、经济增长脱钩指数、

城市人口密度脱钩指数和建设用地规模脱钩指数。参考已有研究[26]，脱钩类型标准界定如表 1所示。 

表 1脱钩分类 

脱钩类型 脱钩程度 ΔC ΔGDP I 

负脱钩 

扩张性负脱钩 ＞0 ＞0 I＞1.2 

弱负脱钩 ＜0 ＜0 0≤I＜0.8 

强负脱钩 ＞0 ＜0 I＜0 

脱钩 衰退脱钩 ＜0 ＜0 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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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脱钩 ＞0 ＞0 0≤I＜0.8 

强脱钩 ＜0 ＞0 I＜0 

耦合 

扩张耦合 ＞0 ＞0 0.8≤I＜1.2 

衰退耦合 ＜0 ＜0 0.8≤I＜1.2 

 

1.4 剔除经济增长因素后的建设用地碳排放贡献分析 

基于现有的碳排放驱动因素，本文拟进一步识别对于碳减排政策制定和优化有显著效果的影响因子，并指出每个因子在碳

减排方面的贡献。具体操作是剔除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很可能会抑制其他

因素的影响，从而阻碍我们对其他五个因素作用的正确认知；二是经济增长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维护人民

社会福利，确保生活幸福的物质基础，为减少碳排放而停止发展经济也是不可取的。因此，无法从干预经济增长的方式来提供可

行的碳减排政策。当剔除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碳减排的影响后，其他五个因素在碳减排方面的贡献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表达： 

 

式中：ΔF表示当剔除经济增长因素后，建设用地碳排放的增量；D表示建设用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努力的有效性。其

中，DEG、DEQ、GIG、DPA和 DA分别表示以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强度、升级产业结构、降低城市人口密度和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五

种方式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所发挥的作用。D≥1表示强脱钩努力是有效的；0<D<1 表示存在脱钩效果但是效度较低；D≤0

表示脱钩努力是无效的。 

1.5 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各产业能源消费数据来自历年《安徽能源统计年鉴》，建设用地面积、城镇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各产业生产总

值等社会经济数据来自历年《安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土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将 GDP 换

算成以 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2 结果与分析 

2.1 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总体趋势 

基于安徽省能源、土地等数据，本文测算了安徽省近 20 年的建设用地碳排放。由图 1 可知，建设用地面积从 2000 年的

824.76km2增加到 2019 年的 2111.13km2，年均增长 4.8%。与此同时，相应的碳排放量从 70.95 万吨增长到 747.23万吨，年均增

长 12.78%。建设用地碳排放总体变化趋势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0—2006 年，特点是缓慢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11.1%。

第二阶段为 2007—2019 年，碳排放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到 2019 年达到峰值，为 747.23 万吨，这 13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17.23%。与此同时，建设用地面积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数据显示，安徽省城镇化率由 2000年的 28%连续增长为 2019 年

的 55.81%，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由 2000 年的 2383.56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34198.3 亿元，第二、第三产业能源消耗量从 36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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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13610.25 万吨标准煤，年均增幅为 4.88%。数据表明安徽省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与能源消

耗增加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性。 

2.2 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图 1 2000—2019 年安徽省建设用地和碳排放变化趋势 

利用 LMDI方法，将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增量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城市人口密度和建设用

地规模六大驱动因素，每年各因素对碳排放增量的贡献力如表2所示。 

表 2 2001—2019 年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年份 ΔEG ΔEQ ΔIG ΔIE ΔPA ΔA ΔC 

2001 256.74 -12.01 13.56 41.38 -30.98 -260.81 7.88 

2002 117.91 -34.65 20.63 25.50 -10.76 -109.87 8.76 

2003 109.45 -189.45 79.03 100.65 -2.30 -87.65 9.73 

2004 61.09 -51.29 25.75 24.79 4.69 -54.22 10.81 

2005 13.44 -32.06 -17.92 56.77 15.87 -24.08 12.02 

2006 -78.95 -8.75 12.74 85.87 10.65 -8.21 13.35 

2007 -110.71 13.09 57.99 84.80 12.33 56.44 113.94 

2008 -57.81 9.07 13.81 -36.87 19.87 112.98 33.43 

2009 -70.77 26.98 -56.22 -25.83 12.61 149.76 36.53 

2010 -30.71 65.02 -64.21 -40.55 -10.83 107.21 25.93 

2011 -68.65 41.08 -30.82 -8.84 14.45 103.73 50.95 

2012 -70.64 99.77 -187.66 89.93 -23.11 126.77 35.06 

2013 -101.33 178.9 -321.67 188.11 -10.83 110.12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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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21.87 234.87 -245.72 86.14 -5.66 87.79 35.55 

2015 -99.82 102.98 -93.55 2.24 7.41 156.87 77.13 

2016 -42.13 99.76 -32.00 -86.72 8.35 97.56 44.82 

2017 -17.58 110.87 -46.12 -152.64 17.94 107.6 20.22 

2018 3.01 90.88 -75.91 -57.88 31.04 68.65 59.79 

2019 10.37 46.19 -89.98 30.70 7.00 32.81 37.09 

累计效应 -298.96 791.25 -1038.27 381.08 67.74 773.45 676.29 

累计贡献率 -44.21% 117.00% -153.52% 56.35% 10.02% 114.37% — 

 

注：以 2000 年为基期，碳排放的单位为万吨。 

(1)从多年累计数据看，能源强度、经济增长、城市人口密度和建设用地规模对建设用地碳排放发挥正向推动作用，四个要

素促进建设用地碳排放分别增加了791.25万吨、381.08万吨、67.74万吨和773.45万吨，累积贡献率分别达到117.00%、56.35%、

10.02%和 114.37%。显然，最强的驱动因素是能源强度，其次是建设用地规模。而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分别使得建设用地碳排放

减少了 298.96 万吨和 1038.27 万吨，累积贡献率分别为-44.21%和-153.52%，即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安徽省建设用

地碳排放的减少，而且调整产业结构的效果更明显。六个因素综合发挥作用，使得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量净增加了 676.29万吨。 

(2)从每年数据看，六要素在不同年份发挥的作用差异显著，呈现阶段性波动的特征。2001—2005年间，能源结构、产业结

构和经济增长对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主要发挥正向的驱动作用，而能源强度、城市人口密度和建设用地规模主要发挥负向的

减排作用。这一阶段，安徽省第二、第三产业占比由2000年的 75.9%调整到 2005年的 82%，城镇化率同期也提高了 9.1%，城市

人口也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主要是以能源的规模化投入为驱动，因此也引发碳排放的不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要素的角

色开始转变。能源结构自 2006 年对建设用地碳排放发挥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自2007 年开始由原来的负向作用转为正向作用。

产业结构则经历了“正向—负向—正向—负向”的波动状态，相比而言，城市人口密度则呈现先负向再正向两次交叉的动态演

化特点，建设用地规模自 2007 年开始，由负向作用转向正向作用，而且正向效应于 2015 年达到最大，使碳排放增加了 156.87

万吨。 

2.3 建设用地碳排放脱钩分析 

根据公式(11)和(12)计算六大驱动因素的年度脱钩弹性指数和建设用地碳排放脱钩指数，结果如表 3 和图 2 所示。研究期

间，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脱钩弹性指数一直为正，且均呈现负脱钩，即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要高于建设用地碳排放增长

率。2007年脱钩弹性指数达到最大值，为0.69，即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增长了 19.58%，碳排放增长了13.51%。而六大要素的脱

钩弹性指数则由前期的发散状态逐渐转向收敛状态，2008 年之后基本在零附近波动，对脱钩的影响既有正的，也有负的。具体

而言：(1)能源结构脱钩弹性指数在 2005 年之前和 2018 年之后两个阶段内均为正，而且由扩张性负脱钩转为弱脱钩；2006—2017

年间，能源结构脱钩弹性指数变为负数，这表明优化能源结构有助于降低建设用地碳排放并保持经济增长。(2)能源强度脱钩弹

性指数 2006 年之前为负，且表现为强负脱钩，自 2007年开始转为正，表现为弱脱钩，并且在 2014年达到最大值。能源强度弹

性脱钩指数与综合效应的趋势相似，表明能源强度在建设用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意味着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之一。(3)产业结构脱钩弹性指数 2008年之前为正，之后为负，这表明产业结构对安徽省建

设用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发挥正向作用。因此，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不断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强信息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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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产业等可以发挥增强经济实体同时减少碳排放的双赢效果。(4)经济增长脱钩弹性指数波动比较频繁，呈现“正七年—

负四年—正四年—负三年”的变动状态，表明人均 GDP 对建设用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具有不确定性。(5)城市人口密度

脱钩弹性指数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数变动呈现类似相反的特征，以正向年份居多，表明建设用地承载的人口越多，社会生产

和消费等活动越多，最终导致碳排放的增加。(6)建设用地规模脱钩弹性指数 2001—2006 年均为负，2007 年后连续为正且呈现

弱脱钩，表明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张导致碳排放的持续性增加，因此适当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多增加建成区绿地面积，有利于碳排

放的减少。 

表 3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脱钩类型及驱动因素脱钩弹性 

年份 IEG IEQ IIG IIE IPA IA I 脱钩程度 

2001 3.15 -0.15 0.17 0.51 -0.38 -3.20 0.10 弱脱钩 

2002 1.35 -0.40 0.24 0.29 -0.12 -1.26 0.10 弱脱钩 

2003 1.07 -1.85 0.77 0.98 -0.02 -0.86 0.10 弱脱钩 

2004 0.53 -0.45 0.23 0.22 0.04 -0.47 0.09 弱脱钩 

2005 0.10 -0.23 -0.13 0.41 0.11 -0.17 0.09 弱脱钩 

2006 -0.97 -0.11 0.16 1.05 0.13 -0.10 0.16 弱脱钩 

2007 -0.67 0.08 0.35 0.51 0.07 0.34 0.69 弱脱钩 

2008 -0.19 0.03 0.05 -0.12 0.07 0.38 0.21 弱脱钩 

2009 -0.22 0.08 -0.17 -0.08 0.04 0.46 0.11 弱脱钩 

2010 -0.08 0.17 -0.16 -0.10 -0.03 0.27 0.07 弱脱钩 

2011 -0.16 0.10 -0.07 -0.02 0.03 0.24 0.12 弱脱钩 

2012 -0.16 0.22 -0.42 0.20 -0.05 0.28 0.08 弱脱钩 

2013 -0.23 0.41 -0.73 0.43 -0.02 0.25 0.10 弱脱钩 

2014 -0.21 0.41 -0.43 0.15 -0.01 0.15 0.06 弱脱钩 

2015 -0.19 0.19 -0.17 0.00 0.01 0.29 0.14 弱脱钩 

2016 -0.07 0.17 -0.05 -0.15 0.01 0.17 0.08 弱脱钩 

2017 -0.02 0.15 -0.06 -0.21 0.02 0.15 0.03 弱脱钩 

2018 0.00 0.13 -0.11 -0.08 0.04 0.10 0.08 弱脱钩 

2019 0.01 0.06 -0.12 0.04 0.01 0.04 0.05 弱脱钩 



 

 9 

 

图 2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素脱钩弹性指数 

2.4 建设用地碳排放脱钩经济增长的努力分析 

根据公式(13)和(14)，本文计算了剔除经济增长因素后，其他因素对建设用地碳排放脱钩的贡献程度，结果如表 4所示。数

据表明，2008—2011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9 年的脱钩努力都是有效的，这意味五大因素的脱钩努力带来的碳减排大于经

济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增量。但是，在 2007 年和 2015年，脱钩努力无效，其余年份属于低效水平。根据每个因素对脱钩的贡献程

度，对其进行排名发现，调整能源结构对碳排放脱钩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产业结构，建设用地规模，能源强度和城市人

口密度。可见，调控建设用地规模是一种潜在有效的政策工具。 

表 4建设用地碳排放脱钩经济增长的努力分解 

年份 DEG DEQ DIG DPA DA D 脱钩努力 

2001 6.20 -0.29 0.33 -0.75 -6.30 0.81 低效 

2002 4.62 -1.36 0.81 -0.42 -4.31 0.66 低效 

2003 1.09 -1.88 0.79 -0.02 -0.87 0.9 低效 

2004 2.46 -2.07 1.04 0.19 -2.19 0.56 低效 

2005 0.24 -0.56 -0.32 0.28 -0.42 0.79 低效 

2006 -0.92 -0.10 0.15 0.12 -0.1 0.84 低效 

2007 -1.31 0.15 0.68 0.15 0.67 -0.34 无效 

2008 1.57 -0.25 -0.37 -0.54 -3.06 1.91 高效 

2009 2.74 -1.04 2.18 -0.49 -5.8 2.41 高效 

2010 0.76 -1.6 1.58 0.27 -2.64 1.64 高效 

2011 7.77 -4.65 3.49 -1.63 -11.73 6.76 高效 

2012 -0.79 1.11 -2.09 -0.26 1.41 0.61 低效 

2013 -0.54 0.95 -1.71 -0.06 0.59 0.77 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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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41 2.73 -2.85 -0.07 1.02 0.59 低效 

2015 -44.56 45.97 -41.76 3.31 70.03 -33.43 无效 

2016 0.49 -1.15 0.37 -0.10 -1.13 1.52 高效 

2017 0.12 -0.73 0.30 -0.12 -0.70 1.13 高效 

2018 -0.05 -1.57 1.31 -0.54 -1.19 0.31 低效 

2019 0.34 1.50 -2.93 0.23 1.07 1.97 高效 

 

3 结论和政策启示 

首先，研究期间，安徽省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19年间增加了 1286.37km2，年均增幅达到 4.8%。同期，建设用地碳排放

累计增加了 676.29万吨，年均增幅达到12.78%。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尚未达到峰值，即还处于库兹涅茨曲线上升阶段，拐点

还未到来。 

其次，从六个驱动因素的累计效应来看，能源强度、经济增长、城市人口密度和建设用地规模总体促进了建设用地碳排放的

增长，而且能源强度的促进作用最强。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建设用地碳排放的增加具有减缓作用。结果表明，优化能源结构、

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城市人口密度、调整产业结构、控制建设用地扩张是降低碳排放的可行途径。 

最后，脱钩分析结果表明，19 年间建设用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弱脱钩。五大因素中，对建设用地碳排放脱钩经济

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能源结构，其次是产业结构。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1)鉴于能源结构成为安徽省建设用地碳排放最具决定性的脱钩因素，因此，未来五年内，省政府要通过有力财税政策支持

太阳能、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项目落地安徽，促进各类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鼓励企业不断创新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淘汰高能耗产业。抓住国家级实验室落户合肥的机遇，加大创新要素聚

集，建立创新生态产业链；集中优势着力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技术和机器人等产业；高质量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培育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3)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可以预见城市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将继续增加，这就需要适度扩展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建设

用地空间布局，加强绿色生活方式宣传，提升人们的环保素养，促进其养成节能低碳的生活习惯。 

(4)加强建设用地标准控制，严格执行第二、第三产业项目用地审批制度。积极探索并推广节地模式和节地技术，建立健全

集约用地评价考核体系，推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避免建设用地无序增长。 

(5)建设用地碳排放的减少不会以牺牲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但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倒逼高能

耗企业以低碳生产方式为导向进行技术创新或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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